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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地区

近代儒学研究述评

张昭军 闫长丽

近代时期的儒学是中国儒学史与中国近代

文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并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

术研究日益深入，这种状况大有改观，并出现一

批研究成果。本文拟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

儒学研究予以梳理和总结，讹漏失误，祈方家指

教［1］。

一、综合研究

关于近代儒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构成，多数学

者主张起于鸦片战争时期，迄于五四时期，以今

文经学、古文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为主。汤

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刘大年《评近代经学》均

以鸦片战争前夕为近代儒学开端，以五四运动为

终结［2］。田汉云更为明确地指出，“所谓近代经学，

特指1820年至1920年之间对儒家经典及儒学学

术史的研究活动。”［3］汤志钧《近代经学的发展和

消亡》力图勾划近代经学的主线，从汉学复兴、经

学递变到经学终结，着力论述龚自珍、魏源、康有

为、章太炎以儒学改造儒学，曾国藩、张之洞等重

建新经学思想体系的努力［4］。龚书铎则把儒学在

近代的变化归为四个方面：儒学趋向于经世致

用；儒学各派的兼采会通；儒学与西学的会通；儒

学正统地位的失落［5］。

关于其性质、地位与特点，汤志钧主张以学术

的继承性与阶级性来评判近代儒学。他指出：“经

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是封建政府用以进行

思想统治的工具。”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变了，经

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

变。”近代“进步的思想家摆脱不了儒家经学的羁

绊，封建势力利用经学锢蔽思想，经学传统的牵制

束缚之深，可以想见”［6］。汤志钧将近代儒学特点

归纳为四：第一，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

想，反映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性；近代进步思想家搬

弄经学昌言变革，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第

二，根据社会需要，借用经书立论的倾向愈益明

显；第三，思想体系的阶级性和继承性显著；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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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经学充满斗争［7］。吴雁南主张从经学内部构

成入手，以清代经学发展历程为线，着眼于经学发

展中的新因素，将经世之风、疑古考证之风、经学

的对垒与融合等视为其特点，认为清代占统治地

位的仍是保守的封建正统经学［8］。

萧功秦、杨国荣、张昭军等则运用现代化理

论来审视近代儒学。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重

点从社会文化心理角度，分析中国士大夫在西方

冲击下所做出的痛苦挣扎和虚弱反抗，认为近代

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

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向近代观念的历

史转变［9］。杨国荣《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一文

指出，儒家价值体系在传统与近代的相互激荡、

冲击或认同中实现近代转化。其结果是，一方面，

源于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而致使近代启蒙思

想家对传统儒学进行激烈批判；另一方面，传统

所带来的思想震荡和文化认同危机，促使现代新

儒家以维护儒家道统为己任，赋予儒学新的历史

转机［10］。张昭军《传统的张力》一书，围绕儒学思

想价值系统近代转化的主题，诠释儒学思想与现

代性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儒学思想不同于现

代性但又含有与现代性相协调的因素，对儒学的

近代命运需作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不能一概肯定

或片面否定［11］。杨念群、干春松则借用社会学的

理论方法，分别从儒学地域化、儒家制度化的角

度来诠释近代儒学，立足于沟通思想史与社会史

研究［12］。

不少论者结合近代政治、文化来探讨近代儒

学。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性著作，吕明灼、王钧林等合著《儒学与近代以来

中国政治》则以两编篇幅来阐述近代儒学与政治

的关系问题，张昭军《传统的张力》、刘再华《近代

经学与文学》着重论述儒学思想与近代文化、文学

演进的关系［13］。学界对于儒学与鸦片战争、太平天

国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

史事件均有专文研究。其中，王庆成论述了太平天

国对儒学经典从宽容转变为严峻的态度，并考证

出太平天国未曾刊行删改《四书》《五经》［14］。与单

方面肯定太平天国反封建性质不同，王钧林详细

阐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反孔与尊孔势力的较量，

着重指出农民反孔斗争的局限性［15］。陈绛则论述

了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的互动关系：“洋务派借

助儒学以推动洋务运动，同时又背上了儒学的沉

重负担。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

力，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

运动的阻力。”［16］关于儒学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吴

雁南指出，维新思想家重视儒学的原因在于：一

是为减轻旧传统中反对改革的阻力，二是儒家思

想中蕴涵的诸如“民本”思想、大同思想、经世致

用等优秀文化遗产，利于改造吸收［17］。汤志钧从

思想解放的角度论述戊戌维新与传统儒学的关

系，认为维新派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又不能摆脱儒

学的羁绊，于是上演了以儒经反儒经，以孔子反

孔子的闹剧，但为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思想传统

中解放出来，接受近代文化创造了条件［18］。不同

于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欧阳

军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认为，把五四新文

化运动当作反儒学运动是对历史的误解，这场运

动并没有把儒学当作一种死去的东西而抛弃，而

是力求用新方法来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19］。张艳

国《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以评孔思潮为切入点，系

统论述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以及

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认为不存在“全盘反传统”

问题［20］。林存光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

主要是孔子的偶像，并不反对孔子本人，破除孔

子偶像的束缚有利于思想解放；不过，新青年对

孔子与孔子之道采取社会环境决定论或历史化

的诠释，故带来孔子观念的根本转折［21］。

如何看待近代史上的尊孔与反孔？这是讨论

较多的问题之一。丁伟志把近代反孔思潮的起点

推至洋务运动，认为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志士对儒

学明尊实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实质性的

破坏，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维新派与太平

天国的“反孔”有本质区别［22］。张锡勤认为，维新派

与革命派批儒反孔的目的在于建立资产阶级文

化，一方面开辟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新时代，另

一方面，思想的形而上学性和过激的方法抹杀了

儒学的积极因素［23］。李刚、何成轩认为，戊戌维新

时期对儒学的批判，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反孔思

潮，冲击了儒学的正统地位；辛亥革命时期的反孔

思潮，动摇了儒学的统治地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批

儒反孔，彻底结束了儒学的统治地位［24］。张昭军通

过分析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的儒学思想后认

为，他们从未对儒学作全盘肯定或否定，从“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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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到“回归”的说法不能成立［25］。张卫波则从思

想流派、文化论争等方面，就民国初期的尊孔思

潮作了较为系统研究［26］。

二、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复兴是清代醒目的学术现象，杨向

奎《清儒学案新编》、陈其泰《清代公羊学》对此有

较为系统的研究。前者采取学案体，就清代今文经

学名家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魏

源、廖平、康有为、皮锡瑞等的学术思想作专题论

述［27］。后者注重公羊学与清朝社会政治变动的联

系，把清代公羊学分为四个阶段，即：庄存与、孔广

森揭开序幕，刘逢禄等张大旗帜，龚自珍、魏源实

现巨大飞跃，以及廖平、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运动

时期［28］。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以今文经学为

核心内容，重点探讨“中国近代怎样把原初维护清

朝中央集权的今文理论，推演为具有进步意义的

社会改革思想，以及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关系”［29］。

关于清代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汤志钧指出，庄存

与、刘逢禄等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旨在维护封建专

制政权［30］。陈其泰认为，今文经学兴起是出于拱奉

王室、维护封建纲纪秩序的需要［31］。针对美国学者

艾凯提出的清代今文经学起于庄存与与和珅的

斗争说，刘大年、王俊义、罗检秋均提出质疑，认

为艾凯说法难以成立［32］。罗检秋还结合经学自身

发展的内在理路，从汉宋调和的角度来分析晚清

今文经学兴起的原因［33］。论者对清中叶以降的今

文经学予以较高评价，如陈其泰称：今文经学“在

政治上有力地抨击封建专制的罪恶，冲击旧制度

的根基，推动社会的变革。在思想学术上，冲破正

统思想禁锢下‘万马齐喑’的局面，为迎接西方进

步思想的输入和创立‘新学’推波助澜。”［34］

龚自珍、魏源开启一代学风，为人关注。关于

龚自珍与常州学派的关系，陈鹏鸣通过分析其经

学思想，重申龚自珍当为常州学派成员［35］。张昭

军《龚自珍经世思想学术渊源考论》指出，龚自珍

的经世思想并非只基于公羊学，汉学、宋学、史学

也是其经世思想的重要来源［36］。汤志钧认为，今

文“三统”说是魏源变易思想的主要来源，其撰述

《书古微》、《诗古微》的目的在于以“复古”为革

新，与变易思想、社会改革主张相结合，“贯经术、

政事、文章与一”［37］。李素平则阐述了魏源以“变

易”为主轴的今文经学思想及其所含有的近代因

素［38］。陈其泰、刘兰肖论述了魏源对“经世之学”

义理的阐发，认为魏源第一次将“西学”引入中国

传统“经世之学”的研究视野，代表着晚清社会危

机中的学术转向［39］。曹志敏则从学术史角度对魏

源的《诗古微》进行了专门研究［40］。

关于廖平学术思想研究，《社会科学研究》

1983年第5期辟“廖季平学术思想研究”专栏。其

中，向楚《廖季平学术思想之演变》阐述了廖平思

想“六变”的历程；钟肇鹏通过分析廖平“五变”的

代表作《孔经哲学发微》，论述了其哲学思想体系

即唯心主义的天人哲学，指出廖平在思想史中的

转捩作用，其“六变”意味着经学的终结；李耀仙

考证出廖平的《古学考》即《辟刘篇》，并比较《辟

刘篇》与《新学伪经考》的异同，肯定二者疑古精

神的思想价值［41］。黄开国对《知圣篇》与《孔子改

制考》作了比较，揭示康有为利用廖平知圣理论

的原因，并对其经学六变尤其是一变、二变、四变

进行系统评析［42］。陈其泰在肯定廖平前期经学成

就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及

其晚年学术善变的原因［43］。

康有为是晚清儒学中研究较多的人物。杨向

奎《康有为与今文经学》论述了康有为源于今文

经所建立的思想体系的两个权威（公羊经学与孔

子改制）、一个目标（大同世界）［44］。房德邻《儒学

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与近代儒学》是这方面

的重要著作，从儒学思想演变、儒学思想新发明、

宗教化努力及大同思想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45］。

王钧林从康有为思想来源、今文经学与西方资产

阶级政治学说等方面来论述康有为对儒学的改

造［46］。张锡勤则阐述了康有为对儒学进行改造的

宗旨、方法、目的及对新儒学的影响［47］。胡维革等

将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和重构分做两条路线：援

西入儒，推动儒学近代化；纳儒入教，推动儒学宗

教化［48］。关于康有为进化思想的来源，马洪林认

为，其主要是外来的进化理论，而非本土儒家学

说［49］。汤志钧、汤仁泽的观点与此相左，坚持认为

康有为进化思想源于儒家今文经学［50］。张昭军认

为，康有为进化思想是双方共同作用的产物，并

明确指出，他受到洋务运动期间所译西书中自然

进化论的影响［51］。“大同”思想在康有为儒学思想

中占有重要地位。任军考察了康有为大同思想的

东方色彩［52］。王钧林将其称为近代中国具有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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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53］。汤仁泽探讨了康有为注

《礼运》的原因［54］。汤志钧则着重论述了康有为大

同“三世”思想受《天演论》影响所发生的变化［55］。

如何评判康有为的儒学思想。桑咸之指出，康

有为对传统儒学进行解释和整合，是对正统儒学

第一次真正的冲击，转换了传统思维方法，起到了

思想启蒙的作用［56］。房德邻则认为，康有为用西学

改铸的“新儒学”在中国近代政治斗争中起到了消

极反动作用，不是进步文化思想的主潮，亦不是近

代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57］。孙向中指出，康有为希

望利用孔子这一旗帜减少变法的阻力，把创教作

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但适得其反，孔教所引发的无

谓的斗争，更增加了变法的难度［58］。刘学照认为，

作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理论重要依据的孔子观，以

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为思想支柱，给孔

子和儒学重新定位，标志着今文经学的终结［59］。马

洪林等认为，康有为、谭嗣同对“仁”的诠释和重

建，标志着中国古典仁思想的终结和近代仁思想

的形成［60］。张昭军认为，康有为以近代价值观对

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仁、礼、智所做的新阐释，有

利于缓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但因其多牵强

附会之处，故不乏负面影响［61］。

梁启超治学偏主今文经。郑师渠重点阐述了

梁启超对今文经学所持态度的变化［62］。温克勤指

出，梁启超对儒家思想及价值做出了符合近代科

学意义的诠释，给予儒家思想中肯的批判，并从

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思考儒学的世界价值和未

来价值［63］。张昭军《儒学与梁启超文化思想的演

进》探讨了儒学与梁启超的变法思想、新民思想

以及五四以后文化思想的关系，进而阐明儒学对

近代化的相容性与排斥性［64］。周国栋指出，梁启

超晚年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现象，折射出20世纪初

中国学术借回归传统而走向现代的趋势［65］。

三、汉学

学界目前对晚清汉学研究较为薄弱。史革新

撰文探讨了晚清汉学的衰落与变化。他认为，晚清

汉学的衰落并非直线性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长

时间曲折变化的过程，汉学不仅保持着一定的规

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一度成为晚清学坛的强势

学派。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

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对中国

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66］。罗检

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一书从研

究范式、思想主旨等方面，探讨汉学传统在晚清

的变化，就汉宋调和、经世致用、学术多元化、实

证学风等问题予以阐述，视角新颖［67］。龚书铎在

序言中称：“该书没有局限于评述主要汉学家的

经历及其学术成就，而是在阐释汉学传统的基础

上，通过对众多汉学人物和著作的研究，系统地

梳理汉学衍变的脉络。”黄爱平《朴学与清代社

会》就汉学与晚清经世思潮的关系作了阐述［68］。

在汉学与宋学关系方面，龚书铎把道光年间的汉

宋调和具体分为三种情况：汉学宋学无所偏倚，

宗汉而不废宋，尊宋而兼采汉［69］。张昭军遵循这

一思路，从宗宋学而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

学，以及汉、宋学立场不明显的会通论者等三方

面论述了晚清时期的汉宋关系［70］。陈居渊从宋、

明以来儒学自身的发展、学界由尊“理”向崇“礼”

的转换、宋学体用与汉学经世并重、排击今文经

学与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等四个方面，剖析晚清儒

学的“汉宋兼采”［71］。路新生《经学的蜕变与史学

的“转轨》一书的中、下编，就晚清经史关系作了

深入论述［72］。林存阳就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礼学

即理学”思想作了辨析，认为这一思想标志着清

代礼学推进到新的阶段［73］。罗雄飞就俞樾经学思

想作了系统研究，认为俞樾是具有公羊思想的汉

学家［74］。

张之洞治学尊汉学。龚书铎、黄兴涛指出，张

之洞学术倾向于汉宋调和、朱陆兼容，在儒学陷

入困境后，他提倡“通经致用”、“中体西用”，但改

变不了儒臣和儒学的悲剧命运［75］。喻大华认为，

张之洞一生为捍卫儒学做了不懈的努力，但事与

愿违，他所倡导的中体西用思想、所致力的兴办

学堂活动及科举改革把晚清儒学一步步推向崩

溃的边缘［76］。张昭军在理清张之洞“经世致用”与

“中体西用”的关系后，认为经世思想如同双刃

剑，既蕴含着走向近代化的可能性，又是近代化

的阻碍，进而揭示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过

程中的张力和惰性［77］。

郑师渠《论晚清国粹派的经学思想》一文集

中论述晚清国粹派的经学思想，认为国粹派的经

学思想体现了革命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在更完整

的意义上，标志着传统经学的终结［78］。章太炎有

古文经学“殿军”之称。张勇指出，章太炎早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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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古文学者，其早年的经学思想倾向于今、古兼融

和会通，并揭示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

想的歧异在于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不同［79］。刘巍

将章太炎经学立场概括为从“援今入古、以古统

今”到“专宗古文”，并探讨了其早期经学思想的

发展轨迹［80］。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

儒学思想研究》是系统探讨章太炎儒学思想的专

门性著作。全书围绕儒学思想近代化的主题，论

述章太炎儒学思想的学术渊源、流变、儒学学术

成就，以及对儒家思想的阐释等方面的问题［81］。

四、程朱理学

在程朱理学研究方面，史革新《晚清理学研

究》是这一领域的拓荒性著作，龚书铎主编、张昭

军著《清代理学史》下卷则是这一领域的新成果。

关于晚清时期理学复兴的原因，史革新、李细珠

认为，批判汉学、王学是理学复兴的学术背景，应

对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危机是其现实原

因［82］。张昭军用“社会局势恶化”、“汉学衰落”、“经

世思潮涌动”来概括理学复兴的契机，并把晚清理

学分道光、咸同、光宣三个时期作详实阐述［83］。史

革新还着重考察了程朱理学与晚清社会、“同治

中兴”的关系，指出理学对晚清政坛朝局、社会演

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4］。吴雁南就理学与清

末政潮的关系作了论述，认为康有为、刘师培、刘

光第等人从理学中寻找武器，目的是减轻前进的

阻力［85］。关于晚清理学经世思想的内容，李文义

从学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展开论述，

指出理学经世派的经世观念反映了时代要求［86］。

史革新把晚清理学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

学术上开展论辩，抨击陆王心学、汉学和今文经

学；二是坚持程朱义理的前提下，提倡经世致用之

学；三是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做出相应的回应［87］。张

昭军则着重探讨了理学名儒唐鉴、罗泽南、倭仁、

曾国藩、吴廷栋等的理学思想、学术著述、历史实

践，以及理学与科举制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

社会文化的关系［88］。研究者多数认为晚清理学缺

乏理论创新，不过对其特点的总结不尽相同。龚

书铎将清代理学特点总结为四个方面：“无主峰

可指，无大脉络可寻”；在哲理层面无所创新，只

在纲常规条的应用；宗理学者对西学既吸取又抵

拒；理学与汉学关系复杂［89］。史革新认为，“晚清

理学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一个‘实’字。”

［90］张昭军认为，除上述特点外，强烈的保守性在晚

清理学身上表现得也非常突出［91］。姜广辉《走出理

学》则论述了宋恕、谭嗣同的反理学思想［92］。曹宁

华认为，宋恕反对汉代以后正统儒学尤其是反对

程朱理学，是在西方民主政治影响下的自我调整
［93］。吴义雄指出，理学对康有为的影响虽不及今

文经学，但也扮演重要角色，所谓康有为“独好陆

王”的说法难以想像［94］。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特征。韩立

君研究了曾国藩经世思想的形成及内容，指出其

理学经世思想不仅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而且丰富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内涵［95］。张昭

军《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重在剖析曾国藩理学

思想的特色：兼采汉宋，强化词章之学，经世致

用，以“礼”合理［96］。武道房《曾国藩理学思想发

微》则从性命论、认识论、修养论等方面就曾国藩

理学思想作了探讨［97］。杨国强、朱东安分别论述

了曾国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杨国强认为，

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代表［98］。朱东安也

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所聚的

化身，这是由其所处的新旧制度交替的时代决定

的［99］。

倭仁是晚清时期的理学名儒。李细珠认为倭

仁与曾国藩分别是理学修身派与理学经世派的

代表，显示了晚清理学的两个发展路向，但其目

的都在于“自强”［100］。史革新指出，倭仁作为程朱

理学消极面的化身，其陈腐的观念阻碍了社会向

前发展［101］。马秀平认为，倭仁的理学思想虽不入

时流，但在晚清道德失范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拯

救世风、挽救人心有着积极作用［102］。

五、陆王心学

学界对晚清时期的阳明心学尚乏深入研究。

吴雁南《阳明学与近世中国》围绕近代著名人物，

“以人系事”，分四章探讨“心学与鸦片战争前后经

世之风的兴起”、“心学与学习西方思潮的兴起”、

“心学与维新变法运动”、“心学与辛亥风云”［103］。

朱维铮结合近代思想史的理路，阐述了阳明学在

近代中国的命运，认为阳明心学对近代思想界的

影响值得重视［104］。陈居渊指出，王学在清代没有

销声匿迹，而是经历了由隐蔽走向公开、并再度

演进为高潮的流变过程，具体表现在：尊德性与

道问学之辨；天理人欲之辨；重自我与尚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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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105］。魏义霞考察了“心”这一范畴在近代中国

的演变过程，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心”的范畴不

同于古代的“心学”，后者的“心”表面上是主观

的，实际是客观的；前者的“心”指的是个人的主

观意志，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主观的，并加入了资

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内容［106］。

心学作为理学的“异端”，在近代思想改造中

发挥了一定作用，近代思想家从魏源到康有为、

梁启超、谭嗣同，直至现代的梁漱溟、熊十力，皆

对之推崇，使得心学在近代得以“复兴”。陈雅琴

以维新前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例，将近代心学

复兴之路归于仁、创造和自由三种 ［107］。吴雁南

《“心学”与辛亥风云》指出，革命派用心学陶铸革

命观，抒发“心力决定论”，影响有二：一方面，有

利于发挥人的主体性，解放思想，培养革命精神；

另一方面，过分夸大精神和心力的作用，助长了

资产阶级的主观性和急躁的情绪，不利于革命成

功［108］。朱维铮、孙万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阳明心

学与章太炎的关系。其中，前者侧重于政治思想，

后者稍偏于学术思想［109］。习五一专文论述著名资

产阶级革命家宋教仁与阳明心学的关系，她认

为，宋教仁利用心学的道德修养论和真理观，扬

弃其认识论，是近代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产物，

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性［110］。

总体看来，二十余年来，近代儒学研究取得

了长足进步，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较为薄弱的研

究状况。但也应看到，这些成果偏重于宏观问题

和著名学者的研究，而对于一些较为重要的儒学

著作尤其是经学著作，以及一些经师的学术成

就，还缺乏专门深入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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